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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　从过往文献来看,人情消费与人情往来、礼尚往来、人情支出及礼金支出等虽然在表述上有差异,但内涵基本一致,后文会出现一

定程度的混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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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,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.结

合２０１５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(CSS)数据,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,采用有序Logit模

型、有序Probit模型,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、地区因素基础上,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

主观幸福感的影响.研究表明: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“倒 U 型”关系,人

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“拐点”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４２％处.通

过变换估计方法、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,这一结果依然成立;当人情消费位于

均值１１．４１％处,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“非常幸福”的概率显著提高８．８％;人情消费对

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,西部地区、低收入、已婚、中老年群体人情消

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更高,党员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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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情消费是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的表达方式与情感纽带.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,历来以“礼仪之

邦”著称.在绵延数千载的历史长河中,人情消费① 不仅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入民心[１Ｇ２],还逐

步演化为尽人皆知的行为规范与社会法则[３],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,对国民行为观念与

生活状态产生着深刻影响.在中国农村,人情消费发展历史悠久,村民之间人情消费情结也颇为浓

厚[４],早已成为农村居民熟谙于心的“潜规则”.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不断侵蚀,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

激烈的震荡与转型,人情消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变化.在当下的农村,人情消费早已不只是传统意义

上的情感寄托,相反,其内在的情感性、互惠性与公共性等特征开始模糊[５],世俗的经济效益的烙印愈

发显现.
众所周知,幸福是绝大多数人生活的终极目标[６Ｇ７],是个人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与内心状态的

主观反馈[６].那么,人情消费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幸福感? 是“浓缩”还是“稀释”,抑或是其他呢? 本

文对这一话题展开研究,以期加深对“人情消费”的认识,进一步理清“人情消费”之于中国农村的重要

性,更对广大农村居民建构理性的人情交往具有启示性意义.

　　一、文献综述

　　近年来,伴随着对“唯GDP论”经济发展战略的反思,幸福感逐渐成为经济学的研究热点,并逐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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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了新的交叉学科“幸福经济学”[８].众多学者致力于探讨影响幸福感的因素,伴随着Easterlin提

出“收入Ｇ幸福悖论”,收入便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,从绝对收入到相对收入再到收入不平等,相关研

究大量出现[９Ｇ１１].其中,个体因素方面,诸如年龄、教育程度、婚姻、健康、住房状况、宗教信仰等也得

到了众多关注[６,１２Ｇ１４];外部因素同样被纳入研究范畴,包括失业、通货膨胀、环境污染、民主发育、政府

质量等[１５Ｇ１８].综合来看,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人情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.一方面,人情消费指

的是礼节上的互动与来往,现在常常指的是礼物、礼金的相互馈赠,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支出[３,１９],也被

称为“人情支出”或“礼尚往来”;另一方面,人情消费并非简单的消费行为,而是一种社会性消费,在过

往研究中往往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,还经常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[２０].为此,本文将从以上两

个层面阐述过往文献所做的研究.
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著名的“伊斯特林”悖论提出以来,收入如何影响幸福就成为学者关注的核心

问题,而与之相关的消费研究成果较少.直到近年来,部分学者才真正开始意识到消费对幸福感的重

要意义.Ahuvia指出消费才对效用产生直接影响,收入只是消费的代理变量[２１].吴丽民等也指出

消费是财富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因素,财富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幸福,对财富的消费才是决定幸福的关

键[２２].在实证研究方面,胡荣华等利用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(CGSS)数据同样发现消费的“幸
福效应”[８],来自美国、德国等地区的证据也支持了消费对于幸福的重要价值[２３Ｇ２４].此外,许玲丽等利

用CGSS２００６数据,全面分析了货币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,研究发现,相对于赚钱而言,花钱更有

助于提升幸福感[７].然而,在探讨消费与幸福关系的相关研究中,聚焦农村居民的研究寥寥无几,且
暂未发现专门考察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.

社会网络俗称“关系”,与信任、规范一起被称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[２５],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

的重要范畴.众多研究将“人情消费”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,研究这种非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

所发挥的作用[１９,２６].已有研究表明,社会资本会显著影响幸福感[２７Ｇ２９].其中,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维

度的社会网络同样备受关注[３０Ｇ３１],但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相关研究却稍显不足.从过往文献来看,

Yip等基于２００４年山东的调查,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,但并未关注社会网

络[３２].李树等基于CGSS２００６数据发现社会关系会显著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[１８].这一研究

与本文具有较高的关联度,但李树等实质上探讨的是社会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,对于社会关系的衡量

选用的是“您家与下列各类人员打交道的频繁程度”①[１８];而本文实质上关注的是人情消费,更为明确

地说是人情消费数量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,并重点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可能的非线

性影响.此外,李树等在研究中所用的数据(CGSS２００６)距今已有十余年[１８],本文运用２０１５年中国

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更具有时效性.

　　二、数据、变量与模型

　　１．数据来源与说明

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(Chinesesocialsurvey,CSS)２０１５年度数据,该项调查是由中

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２００５年发起的一项涵盖劳动就业、家庭及社会生活、社会态度等内容

的纵贯抽样调查项目,目的在于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,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

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.CSS２０１５年度数据利用第５次人口普查和第６次人口普查分区县市资

料设计抽样框,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,在全国的３１个省份、１５１个县(区)、６０４个

居(村)民委员会展开调查.本文关注的是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,为此从数据中选取

农业户籍样本,在对变量的缺失值、错误值等进行初步处理后,得到含有７３８９个观测值的基准样本.

２．变量选择

(１)主观幸福感.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.CSS２０１５问卷中通过向被访者

询问“总的来说,我是一个幸福的人”,被访者的回答分别为“非常不幸福、不太幸福、一般、比较幸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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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打交道的人员,选项主要包括本村人、外村人、城里人以及各层级干部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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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幸福”,文中分别赋值为１~５的整数.如表１所示,在被访的７３８９位农村居民当中,回答“比较

幸福”的比例最大,为４０．６１％,回答“一般”的比例次之,为２６．９６％,而回答“非常不幸福”的比例最小,
为４．３２％.进一步,通过表２的描述性统计发现,被访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为３．５２,大致

处于“一般”和“比较幸福”之间.
表１　被访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

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不太幸福 一般 比较幸福 非常幸福 合计

频数 ３１９ ８８８ １９９２ ３００１ １１８９ ７３８９

频率/％ ４．３２ １２．０２ ２６．９６ ４０．６１ １６．０９ １００．００

　　(２)人情消费.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人情消费,文中所用的衡量指标为家庭人均人情消费比

例,即被访家庭２０１４年人情消费支出除于生活总消费支出.问卷向被访者询问了“２０１４年自家红白

喜事支出、人情往来支出(如礼品、现金等)金额”,由此得到家庭人情消费支出指标;生活总消费金额

则是由饮食支出、衣着支出、交纳房租支出、购房支出、各项(水、电、燃气、物业和取暖等)收费、家用电

器购置支出、医疗保健支出、通讯支出、交通支出、教育支出、文化娱乐支出、赡养支出、人情支出以及

其他支出等１４项相加构成.样本范围内农村家庭２０１４年人情消费占总消费的平均水平为１１．４１％,
这一结果与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(CHFS)２０１１年数据公布的结果基本一致,CHFS２０１１显示

我国户均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收入比重为７．９％,其中农村家庭为１１．４％.
(３)控制变量.依据CSS２０１５问卷,参考当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,将一系列控制变量纳入实

证分析.如表２所示,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、年龄平方项、性别、教育程度、婚姻状态、政
治面貌、收入水平、收入平方项、医疗保险、社会评价等.考虑到不同地区(省份)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情

况可能存在差异,故以虚拟变量控制地区(省份)效应.需要作出说明的是,文中所有实证分析均运用

Stata１３．１软件进行处理,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异方差,如无特殊说明,实证结果均汇报经过 Robust
命令校正的稳健标准误差.

表２　描述性统计

类别 变量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

被解释变量
主观幸福感

非常不幸福＝１;不太幸福＝２;一般＝３;比较幸福＝４;
非常幸福＝５

７３８９ ３．５２ １．０４

生活满意度∗
总体来说,您对生活的满意度

７３７０ ６．３３ １．９７
１分表示非常不满意,１０分表示非常满意

核心解释变量

人情消费 ２０１４年被访家庭人均人情消费比例 ７３２５ ０．１１ ０．１４
人情消费平方 验证是否存在＂拐点＂ ７３２５ ０．０３ ０．０８

控制变量

年龄 被访者实际年龄 ７３９５ ４６．６０ １３．５７
年龄平方项/１００ 关注年龄可能的非线性影响 ７３９５ ２３．５５ １２．３１

性别 男＝１;女＝０ ７３９５ ０．４５ ０．５０

教育程度
未上学＝１;小学＝２;初中＝３;高中＝４;中专＝５;
职高＝６;大专＝７;本科＝８;研究生＝９

７３８６ ７．５０ ４．１１

婚姻状态 未婚＝１;在婚＝２;离异或丧偶＝３ ７３８８ １．９７ ０．３７
政治面貌 党员＝１;非党员＝０ ７３７６ ０．１１ ０．３１
宗教信仰 有＝１;无＝０ ７３８６ ０．１７ ０．３７
收入水平 被访者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６９９１ １０．２９ １．４３
收入平方 关注收入水平可能的非线性影响 ６９９１ １０７．９７ ２３．９２
医疗保险 有＝１;无＝０ ７３９５ ０．９１ ０．２９

社会评价
您对社会的总体评价

非常不好＝１,非常好＝１０ ７３７３ ６．４４ １．６７
　注:∗ 变量用于后文的稳健性检验.

　　３．模型设定

主观幸福感是离散型的排序数据(OrderData),本文遵循国内外研究文献的通用处理方式,采用

０３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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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序概率模型(OrderedLogit或 OrderedProbit)①进行回归[２３].

Happinessi＝α＋βGift＋δGift２
i＋γZi＋εi (１)

式(１)中 Happinessi 表示第i个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,Gifti 表示第i个农村居民家庭人情消

费,Gift２
i 表示人情消费的平方项,Zi 为控制变量(包括年龄、性别、教育程度、婚姻状况、医疗保险、社

会评价等).α、β、δ为待估参数,γ 则为控制变量对应的待估系数的向量,εi 为随机扰动项.

OＧLogit模型将农民工的幸福感视为排序变量看待,需要使用潜变量推导出 MLE(极大似然估

计)估计量.Happiness∗
i 是潜变量,当 Happiness∗

i 低于临界值C１时,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(HapＧ
pinessi＝１),高于C１但低于C２时,感到不太幸福(Happinessi＝２),以此类推,当 Happiness∗

i 高于

C４时,居民感到非常幸福(Happinessi＝５).如式(２)所示:

Happinessi＝

１,Happiness∗
i ≤C１

２,C１＜Happiness∗
i ≤C２

　

５,C４＜Happiness∗
i

ì

î

í

ï
ïï

ï
ïï

(２)

假设εi 服从于Logistic分布,X 表示所有解释变量,Φ()表示累积分布函数,则 Happinessi

可以表示为:

P(Happinessi＝１)＝Λ(C１－Xβ)

P(Happinessi＝２)＝Λ(C２－Xβ)－Λ(C１－Xβ)
　　　

P(Happinessi＝５)＝１－Λ(C４－Xβ)

(３)

由于 OＧLogit模型估计出的系数并不直观,只能从显著性和参数符号方面给出有限的信息,因
此,在实证分析中汇报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.对于各解释变量X 对农村居

民汇报“非常幸福”(即 Happinessi＝５)的边际影响,可以表述为:

∂P(Happinessi＝５)/∂X＝βΛ(C４－Xβ) (４)

　　三、实证结果与分析

　　１．人情消费会影响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吗?
如表３所示,本文同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(OLS回归)②和 OＧLogit模型进行估计.其中,第

(１)~(４)列将人情消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,第(５)~(８)列将人情消费及其平方项共同纳入模型作为

核心解释变量.此外,第(１)、(３)、(５)、(７)各奇数列纳入模型的是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,第(２)、
(４)、(６)、(８)各偶数列在奇数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地区虚拟变量.从前四列来看,OLS回归和 OＧLogit
模型的结果均显示,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,估计结果具有统计层面的显著性,在加

入地区虚拟变量后结果保持一致.其中,第(４)列的结果表明,人情消费每增加１个单位,即人情消费

比例增加１％,农村居民汇报“非常幸福”的概率提高４．１％.从加入人情消费平方项的后四列来看,
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依然显著正相关,而人情消费的平方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

影响.这表明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“倒 U 型”分布,即在初始阶段,伴随着人情消费

的增加,农村居民幸福感呈上升趋势;当人情消费接近或达到临界值时,其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

会非常微弱甚至没有影响;当人情消费超过临界值后,农村居民幸福感会随着人情消费的增加而

下降.

１３１

①

②

本文余下部分中 OrderedLogit模型、OrderedProbit模型,分别被简称“OＧLogit”模型、“OＧProbit”.

Ferrer在研究中指出,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,OLS估计和排序选择模型显著性和系数的符号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[９].为此,
本文同时汇报了 OLS回归和 OＧLgoit模型结果.当然,这样还能形成相互比较、相互对照,有助于判别回归结果的稳健性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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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３　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N＝６９０４

变量
OLS回归

(１) (２)
OＧLogit模型

(３) (４)
OLS回归

(５) (６)
OＧLogit模型

(７) (８)

人情消费 ０．２２７∗∗

(２．５６)
０．１５５∗

(１．６９)
０．０５９∗∗∗

(２．７２)
０．０４１∗

(１．７９)
０．７１０∗∗∗

(３．４４)
０．４９２∗∗

(２．３１)
０．１７７∗∗∗

(３．６１)
０．１２１∗∗

(２．４１)

人情消费平方 － － － －
－０．８６７∗∗∗

(－２．６０)
－０．５９４∗

(－１．７４)
－０．２１２∗∗∗

(－２．６７)
－０．１４３∗

(－１．７５)

年龄 －０．０４９∗∗∗

(－６．９２)
－０．０４８∗∗∗

(－６．８３)
－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－６．８９)
－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－６．６８)
－０．０４９∗∗∗

(－６．８４)
－０．０４８∗∗∗

(－６．７１)
－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－６．９６)
－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－６．７１)

年龄平方 ０．０５１∗∗∗

(６．９２)
０．０５０∗∗∗

(６．７８)
０．０１３∗∗∗

(６．９４)
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６．７０)
０．０５２∗∗∗

(６．７８)
０．０５０∗∗∗

(６．６１)
０．０１３∗∗∗

(７．００)
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６．７３)

性别(男性＝１) －０．０７９∗∗∗

(－３．２０)
－０．０７０∗∗∗

(－２．８８)
－０．０１８∗∗∗

(－３．０８)
－０．０１７∗∗∗

(－２．８４)
－０．０７８∗∗∗

(－３．１８)
－０．０７０∗∗∗

(－２．８６)
－０．０１８∗∗∗

(－３．０７)
－０．０１７∗∗∗

(－２．８５)

教育程度 ０．０４４∗∗∗

(４．４５)
０．０４０∗∗∗

(４．０４)
０．００９∗∗∗

(４．２４)
０．００８∗∗∗

(３．６４)
０．０４３∗∗∗

(４．７０)
０．０４０∗∗∗

(４．２９)
０．００９∗∗∗

(４．２０)
０．００８∗∗∗

(３．６４)

未婚为参照

再婚 ０．２９９∗∗∗

(５．１６)
０．２８６∗∗∗

(４．９５)
０．０５６∗∗∗

(４．９２)
０．０５３∗∗∗

(４．６３)
０．２９５∗∗∗

(４．８６)
０．２８２∗∗∗

(４．６８)
０．０５５∗∗∗

(４．８４)
０．０５３∗∗∗

(４．５７)

离异/丧偶
－０．０６７
(－０．８６)

－０．０７４
(－０．９６)

－０．０１７
(－１．２１)

－０．０１８
(－１．２４)

－０．０６６
(－０．７９)

－０．０７３
(－０．８７)

－０．０１７
(－１．２１)

－０．０１８
(－１．２３)

政治面貌(党员＝１) ０．１５８∗∗∗

(３．４６)
０．１６３∗∗∗

(３．６０)
０．０３７∗∗∗

(３．４５)
０．０４０∗∗∗

(３．８０)
０．１５６∗∗∗

(３．６９)
０．１６２∗∗∗

(３．８５)
０．０３６∗∗∗

(３．４２)
０．０４０∗∗∗

(３．７７)

宗教(是＝１) ０．００９
(０．２８)

０．０４２
(１．２０)

０．００５
(０．５９)

０．０１４
(１．５６)

０．０１４
(０．４２)

０．０４３
(１．１６)

０．００６
(０．７５)

０．０１４
(１．５９)

收入水平 ０．１３９∗∗∗

(４．７１)
０．１４２∗∗∗

(４．７８)
０．０３１∗∗∗

(３．７５)
０．０３２∗∗∗

(３．９７)
０．１４１∗∗∗

(４．３２)
０．１４３∗∗∗

(４．４７)
０．０３１∗∗∗

(３．８２)
０．０３３∗∗∗

(４．０２)

收入平方 －０．０１４∗∗∗

(－８．０７)
－０．０１５∗∗∗

(－８．１２)
－０．００３∗∗∗

(－６．８９)
－０．００３∗∗∗

(－７．１２)
－０．０１５∗∗∗

(－７．６１)
－０．０１５∗∗∗

(－７．７２)
－０．００３∗∗∗

(－６．９８)
－０．００３∗∗∗

(－７．１８)

医疗保险(有＝１) ０．１１２∗∗∗

(２．６９)
０．１１１∗∗∗

(２．６５)
０．０２６∗∗∗

(２．６４)
０．０２６∗∗∗

(２．７２)
０．１０８∗∗

(２．５５)
０．１０９∗∗

(２．５５)
０．０２５∗∗

(２．５５)
０．０２６∗∗∗

(２．６６)

社会评价 ０．１０５∗∗∗

(１４．４４)
０．０９５∗∗∗

(１２．８１)
０．０２８∗∗∗

(１３．６５)
０．０２５∗∗∗

(１１．９３)
０．１０５∗∗∗

(１２．８７)
０．０９４∗∗∗

(１１．３５)
０．０２８∗∗∗

(１３．５８)
０．０２５∗∗∗

(１１．８８)

常数 ３．２７５∗∗∗

(１６．０５)
３．４１８∗∗∗

(１６．３２) － －
３．２７３∗∗∗

(１５．２４)
３．４１１∗∗∗

(１５．８２) － －

地区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
R２/PseudoR２ ０．０８９ ０．１１１ ０．０３４ ０．０４４ ０．０９０ ０．１１２ ０．０３４ ０．０４４
χ２ － － ５７３．８３８ ８３３．３１７ － － ５８５．０８１ ８３８．１０４

　注: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校正过的t统计量,∗∗∗ 、∗∗ 、∗ 分别代表在１％、５％、１０％置信水平下显著.

∂P(Happinessi＝５)/∂Gifti＝２×δ×Gifti＋β
　　　　　　　＝２×(－０．１４３)×Gifti＋０．１２１

(５)

如式(５)所示,根据第(８)列结果可以得出,当人情消费处于均值位置,即人情消费为１１．４１％时,
农村居民汇报“非常幸福”的概率显著提高８．８％.此外,还可以大致计算出,当人情消费为５％、

１０％、２０％时,农民汇报“非常幸福”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１０．６７％、９．２４％和６．３８％.进一步还得出,
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“倒 U型”关系的“拐点”(以下部分简称为“拐点”)大约为４２．３１％,第(６)
列的 OLS回归计算得出的“拐点”约为４１．４１％,两者非常接近,也验证了结果的可信度.这一结果表

明,一旦人情消费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４２％,人情消费将会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显著

的负面影响.根据CSS２０１５数据可知,样本范围内有３０９个农村居民人情消费超过４２％,占总体比

例约为４．２２％.进一步来看,人情消费超过３０％的农村居民有６２２个,占总体比例仅为８．４９％.这

意味着,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其人情消费处于“倒 U 型”曲线的左侧,即处于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

良好状态.
控制变量方面,绝大多数变量也会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,且估计结果与以往文献基本一致.根据

第(８)列结果来看,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“U型”,这一结果与 Alesina等[１６]的结论一致;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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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“倒 U 型”分布态势,这与“伊斯特林悖论”吻合,即农村居民

主观幸福感并不随收入的增长而持续增加,也与张学志等[１１]研究结论一致;女性比男性主观幸福感

水平更高[４],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在１％置信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[１２];党员的主观幸福感比非党员

要更高;拥有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[３３];相比于未婚农村居民,在婚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

更强[１２].此外,社会评价水平越高,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更高,而宗教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

著.当然,考虑到控制变量可能有潜在的内生性问题,不对这些变量的结果进行过多的讨论与引申.

２．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检验

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信度,本文通过两种方式展开稳健性检验.其一,将估计方法由原来的

OLS回归和 OＧLogit模型替换为 OＧProbit模型;其二,将被解释变量由原来的主观幸福感替换为生

活满意度,并利用 OＧLogit模型进行回归.
表４　稳健性检验

变量
OＧProbit模型

(１) (２) (３) (４)

人情消费
０．１７７∗∗∗

(３．４８)
０．１２０∗∗

(２．２９)
０．０３７∗

(１．９５)
０．０３８∗∗

(１．９８)

人情消费平方
－０．２１６∗∗∗

(－２．６４)
－０．１４４∗

(－１．７３)
－０．０４４∗

(－１．７５)
－０．０４７∗

(－１．７９)

年龄
－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－６．６８)
－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－６．５７)
－０．００４∗∗∗

(－６．３２)
－０．００５∗∗∗

(－６．３６)

年龄平方
０．０１３∗∗∗

(６．６９)
０．０１２∗∗∗

(６．５４)
０．００５∗∗∗

(６．４２)
０．００５∗∗∗

(６．５６)

性别(男性＝１)
－０．０２０∗∗∗

(－３．２０)
－０．０１８∗∗∗

(－２．９４)
－０．００４∗

(－１．７２)
－０．００４
(－１．５８)

教育程度
０．０１０∗∗∗

(４．３５)
０．００９∗∗∗

(３．８７)
０．００４∗∗∗

(４．８６)
０．００５∗∗∗

(５．１４)

未婚为参照

在婚
０．０６０∗∗∗

(５．０１)
０．０５７∗∗∗

(４．７９)
０．０１４∗∗∗

(２．８５)
０．０１２∗∗

(２．４０)

离异/丧偶
－０．０１２
(－０．８０)

－０．０１３
(－０．８８)

－０．００６
(－１．０２)

－０．００７
(－１．０８)

政治面貌(党员＝１)
０．０４１∗∗∗

(３．７１)
０．０４３∗∗∗

(３．９１)
０．０１６∗∗∗

(４．０５)
０．０１６∗∗∗

(３．８８)

宗教(是＝１)
０．００５
(０．５４)

０．０１３
(１．３６)

０．００４
(１．１１)

０．００１
(０．２９)

收入水平
０．０３６∗∗∗

(４．４３)
０．０３７∗∗∗

(４．５８)
０．０１３∗∗∗

(４．３７)
０．０１４∗∗∗

(４．８１)

收入平方
－０．００４∗∗∗

(－７．５４)
－０．００４∗∗∗

(－７．６８)
－０．００２∗∗∗

(－７．９９)
－０．００２∗∗∗

(－８．４３)

医疗保险(有＝１)
０．０２７∗∗∗

(２．６４)
０．０２７∗∗∗

(２．６５)
０．０１０∗∗

(２．５５)
０．００９∗∗

(２．１６)

社会评价 ０．０２６∗∗∗

(１２．８０)
０．０２４∗∗∗

(１１．３２)
０．０２４∗∗∗

(１７．６４)
０．０２２∗∗∗

(１６．９８)
地区效应 No Yes No Yes
PseudoR２ ０．０３３ ０．０４２ ０．０５２ ０．０５９
c２ ５６１．４１１ ７８７．３６６ １１３８．６５１ １４０６．９８０
N ６９０４ ６９０４ ６８８７ ６８８７

　注: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校正过的t统计量,∗∗∗ 、∗∗ 、∗ 分别代表在１％、５％、１０％置信水平下显著.篇幅所限,地区效应的实证

结果,本文未列出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.

　　如表４所示,将估计方法替换为 OＧProbit模型后,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仍然呈“倒 U 型”
关系,且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在５％置信水平显著,人情消费平方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在１０％
置信水平显著.经测算,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“拐点”位置大致在４１．６７％,与前文 OLS
回归和 OＧLogit模型估计结果保持一致.同时,将主观幸福感替换为生活满意度后,人情消费对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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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“倒 U型”依然成立,且影响的“拐点”约为４０．４３％,与上文结果略有差异但基本

接近.此外,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,此处不再赘述.
通过两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,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呈“倒 U 型”关系的实证结果得到

更加充分地证明.结合上文,可以作出判断,当前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人情消费处于“倒 U 型”曲线

的左侧,人情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呈现“福利效应”,即人情消费的适度增加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

感.但是,一旦人情消费出现过度“货币化”倾向,达到甚至超过临界值,极易导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

下降.

３．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性

上述分析已经表明,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“倒 U 型”关系,样本范围内有４．２２％的农村

居民人情消费处于“倒 U型”曲线右侧.然而,这只是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平均水平,
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受到人情消费的影响很可能存在差异.为此,本文从地区、婚姻、收入、年龄、政
治面貌等五个角度分组①,通过描述人情消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(见图１),探究人情消费对不同群体

影响的差异性,以期得到更为细致的研究结论.

图１　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人情消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

　　地区层面来看,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情消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最低,为３．４１％;东部地区次之,
为５．０３％;相比之下,西部地区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最高,达到了７．３０％,说明西部地区有７．３０％的农村

居民因为人情消费而导致幸福感下降.婚姻方面,未婚的农村居民人情消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明显

偏低,仅为３．７０％,而在婚的农村居民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则为５．０３％.收入层面,高收入组的农村居

民中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仅为３．４３％,而低收入组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则高达５．６１％.年龄方面,４５岁

及以下农村居民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相对较低,为３．２５％;而４５岁以上的农村居民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

高达６．６２％.政治面貌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,党员中人情消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仅为３．４４％,而普

通群众人情消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则为５．３３％.
通过分类比较发现,各类型农村居民的人情消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的确存在显著差异,这其中存

在现实的自洽性逻辑.近年来,人情消费的“货币化”与“工具化”趋势愈发明显,不仅人情名目越来越

多,而且奢侈浪费以及攀比现象比比皆是.然而,在农村这一特殊的“关系”场域之下,人情消费似乎

还让人避之不及,这就给农村居民,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.进一步来看,西部地区

经济发展相对落后,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情传统社会氛围更加浓厚,表现为该地区人情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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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地区分组方面,东部地区包括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辽宁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山东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１２个省级行政单位;中部地

区包括山西、内蒙古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９个省级行政单位;西部地区则包括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西
藏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１０个省级行政单位,暂时缺乏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数据.当然,这仅限于学术方面的处理.收入

分组方面,以平均值为分割点,平均值以下为低收入组,平均值及以上为高收入组.年龄分组方面,４５岁及以下为青年组,４５岁

以上为中老年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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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.同样,中老年群体、已婚群体人际关系相对复杂,需
“应付”、“照顾”的人情关系要多于青年群体及未婚群体.

党员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:(１)党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,身为党员要讲

究党性修养、做到修身律己,发挥模范带头作用.虽然人情消费是人之常情,但坚守纪律底线,抵御人

情腐蚀,是最起码的底线;(２)身为党员还要接受组织监督,尤其是在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出台之后,各地

对于一些“越界”的党员加大了处罚力度,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党员人情消费支出的比例.

　　四、结论与启示

　　本文使用CSS２０１５数据,将人情消费作为礼尚往来的代理变量,系统考察了人情消费对农村居

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.研究表明:第一,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“倒 U 型”关系,“拐
点”位置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４２％,样本范围内,仅有４．２２％的农村居民超

过“拐点”,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处于“倒 U型”曲线的左侧,且与“拐点”有一定距离.这一结果在调整

估计方法、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.第二,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平均边际效应为８．８％,
即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处(１１．４１％),农村居民汇报“非常幸福”的概率显著提高８．８％.第三,人情消

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.西部地区、低收入、已婚、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

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更高,同时,党员超过“拐点”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广大群众.
综上所述,中国农村的人情消费处于相对良性的发展轨道,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因人情消费的增加

而使幸福感有所提升.不过,需要引起重视的是,一旦人情消费过“度”,也极易成为农村居民的经济

和心理负担.这一点说明应理性看待农村中的人情消费.人情消费虽不像一些媒体报道中所言的如

洪水猛兽般可怕,但必须承认人情消费早已不只是互惠性、公平性的情感表达,对于部分农村居民,已
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.

人情消费作为数千载的历史文化传承,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基础.对于农村居民而言,短
期内,脱离甚至根除人情消费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.实质上,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防止或遏制人情

消费的过度“货币化”、“功利化”倾向,使人情消费回归情感性、互惠性、公共性的价值本源.具体可以

采取以下措施:首先,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,减少“吃喝风”、“酒席风”等大操大办、奢侈浪费行为,减轻

农村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.在这方面,尤其要发挥党员同志的模范带头作用,努力带动

农村居民形成自我约束机制.其次,通过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建设,弱化人情关系的农村居民交往过程

中的寻租等负面社会行为.最后,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,推进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资源优化整

合,丰富农村居民,尤其是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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